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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域內名師工作室的跨界連接和能量擴散 

喬雪峰*、黃倩、馮攀靜 

南京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協助鄉村教師生成擴散能量成為鄉村教師支持政策實施的關鍵。本研究主要探討

名師工作室如何超越地理空間和組織結構，將不同學校的教師聯結為網路學習社群，

帶動鄉村教師提升和擴散能量。研究所見，個案名師工作室逐步搭建了以學員為節點、

通過專業學習相連接的社會網路。學員被視為可擴展的增長點，將更多節點納入到 

社會網路中，形成覆蓋縣域的區域性社會網路。名師工作室以賦權增能的方式將學員

教師從學習者轉變為能量源，通過影響鏈將能量擴散至整個縣域。 

關鍵詞：教師能量；名師工作室；專業學習社群；社會網路；邊界跨越 

近年來，鄉村地區師資力量薄弱的難題引起全球各國教育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的

關注。全球各國出台了一系列專項政策，致力於改善工作生活環境、提高薪酬待遇、

提供專業支援，以提升鄉村教師崗位的吸引力，穩定鄉村教師隊伍（Cobbold, 2006）。

相關研究致力於鑑別鄉村教師招聘、留任、流失的影響因素，探討匹配鄉村教師工作

的職前教育和在職培訓，構建城鄉教師隊伍有序流動的機制（喬雪峰、盧乃桂，2017；

Ashiedu & Scott-Ladd, 2012）。 

針對鄉村地區師資隊伍建設的突出問題，中國內地着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將 

鄉村教師隊伍建設納入國家重大決策部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中共中央、 

國務院於 2018 年先後印發了〈關於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關於全面深化新 

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等一系列文件，強調通過差異化精準施策，破解鄉村

教師隊伍建設的難題。教育部等六部門於 2020 年發布〈關於加強新時代鄉村教師隊伍

建設的意見〉，推進縣域內教師交流輪崗，推動城鎮優秀教師向鄉村學校流動。 

在眾多政策舉措中，名師工作室以構建跨校專業學習社群為突破點，在不改變 

學校組織結構和教師歸屬地的情況下提升教師的內生動力，受到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

關注（曾豔，2017）。名師工作室通過領銜人發揮引領輻射效應，帶動教師群體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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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然而，名師工作室如何超越鄉村地理空間和組織結構，將不同學校教師聯結為

可持續發展的社群，成為有待深入探討的問題。 

鑑於此，本研究從社會網路視角切入，通過回溯名師工作室的建立和發展過程，

探尋名師工作室搭建的社會網路及成員互動，詮釋教師對基於社會網路提升和擴散 

能量賦予的意義，在實證支撐基礎上探索鄉村學校教師發展成為跨校專業學習社群的

路徑。 

文獻綜述 

以提升和擴散教師能量為促進鄉村地區師資隊伍建設的重要取向，受到全球教育

研究者關注。相關研究發現，專業學習社群是促進教師個體和群體能量擴散的重要 

途徑（Stoll, 2010; Stoll, Bolam, McMahon, Wallace, & Thomas, 2006）。研究關注點從 

校內教師群體逐步拓展為不同學校教師構成的跨邊界網路。本部分主要明確教師能量

擴散的定義，梳理專業學習社群的定義、表現特徵和發展演變的相關研究，進而從 

社會網路視角出發將社群成員與社會網路的交互作本研究的概念框架。 

教師能量擴散 

教師能量（capability）是指教師身為行動者，為追求不同類型、層次的成就而為

自己和他人創造機會的能力（葉菊豔、盧乃桂，2016）。教師能量研究發端於 Sen 

（2004）提出的能量取向（capability approach），將能量界定為個體能力、自主創造

的機會和通過個人能力在社會上為他人創造的機會，關乎人的發展機會、幸福和社會

正義。在能量取向下，教師能量不僅表現為教師個體能力和自主創造的發展機會，亦

涉及教師在場域中為同伴和學校創造機會，即教師能量擴散（capability expansion）

（Alkire, 2005）。相關研究（Gasper, 2007; Sen, 1999）指出，能量擴散和場域所提供

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機會高度關聯，場域為教師提供實現成就的機會愈多，教師能量

擴散的效應愈強。葉菊豔、盧乃桂（2016）進一步發現，教師能量擴散是能量流動並

持續增強的過程，教師在同伴支持下提升個人能量，並促進能量在組織和社群層面 

凝聚、沉澱、擴散與增長。教師能量擴散為鄉村教師隊伍建設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 

專業學習社群的定義和表現特徵 

專業學習社群是指教師群體在共同學習願景激勵下，相互支援開展合作，以促進

學校改進、教師專業發展和學生學習（喬雪峰、黎萬紅，2013）。專業學習社群為 

教師提供了積極的社會連接和相互學習的機會，促進教師生成持續發展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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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lock, 2020）。Stoll（2010）進一步指出，專業學習社群中教師能量體現在個體、

群體、社群和系統等多個層面，並在多層面間持續流動和擴散。 

為了區分專業學習社群和常規組織結構，研究者提取出專業學習社群的表現特徵

框架。Bolam, Stoll, & Greenwood（2007）通過文獻整合研究發現，相關研究提出的 

特徵框架主要集中在共用的價值和願景、對學生學習集體負責、以學習為中心的 

合作、個體學習和合作學習、反思性的專業探究五個維度。表現特徵框架為專業學習

社群的鑑別和測量提供了操作化工具，使研究從形式化的概念建構延展為可操作化的

概念體系。 

然而，在實證層次上，對於專業學習社群表現特徵框架與實踐形態的關聯，研究

者持不同看法，爭論焦點在於如何劃定專業學習社群的邊界。部分研究者致力於發展

校本專業學習社群，將分析單元界定為校內學科部門或教師自發組建的諍友群體 

（喬雪峰、黎萬紅，2013）。其中，學科部門屬校內具高內聚力的結構單元，為教師

專業合作提供了支持的平台（Siskin & Little, 1995）；諍友群體則由來自不同學科的 

教師自發組建，具有鬆散的結構，根據群體需求開展合作活動（Curry, 2008）。 

另有研究者對校本專業學習社群的邊界提出質疑，認為校本專業學習社群的成員

過於同質化，無法提供異質性學習資源和多元思維取向（Fuller & Unwin, 2003）。 

鑑於此，部分研究者將組織邊界跨越（boundary crossing）納入概念體系，將跨界視為

教師跨越地理空間、社會文化和知識邊界，在不同領域間建立新的聯結，為社群提供

新的資源、經驗和資訊（鄭鑫、尹弘飈、王曉芳，2015；Akkerman & Bakker, 2011）。 

為了與校本專業學習社群區分，研究者將跨越學校邊界的專業學習社群概念化為

網路學習社群（networked learning community）（Stoll et al., 2006）。網路學習社群 

並非多個校本專業學習社群的簡單疊加，而是彼此聯結的開放系統。網路學習社群將

視野拓展到廣闊的地域空間和社會文化空間，使得知識理念得以在教育系統內流動，

進而帶動教育系統轉型（Stoll, 2010）。 

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演變 

研究者普遍認為，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並不是處於真空之中，而是受到複雜因素

影響。Stoll et al.（2006）將影響專業學習社群發展的因素分為個體改變、群體互動、

學校情境、外部影響。另有研究（如 Zhang, Yuan, & Yu, 2017）關注阻礙專業學習 

社群發展的因素，發現不充分的合作時間、等級制學校系統等因素均會阻礙專業學習

社群發展。 

部分研究者進一步關注複雜情境下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過程，構建了專業學習 

社群的發展演變模型。研究假定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遵循一定路徑，發展過程可劃分

為線性有序階段。Dufour, Dufour, Eaker, & Many（2010）將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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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啟動前、啟動、實施、發展、維持六個階段。研究者通過測量教師對專業學習

社群特徵的感知，可以鑑別專業學習社群所處的發展階段，推測專業學習社群的後續

發展路徑。 

發展演變模型為專業學習社群發展演變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原型。然而，這些模型

主要從校本專業學習社群的實踐中歸納而來，對於網路學習社群的解釋力受到一定 

質疑。變革模型將社群視為同質化的情境脈絡，忽略了社群內部次級結構性差異。受

學校組織結構影響，網路學習社群成員間的關聯呈現差異，進而造成社群內的異質性

次級架構（Bridwell-Mitchell & Cooc, 2016）。同時，變革模型注重社群的整體性轉變，

忽略了自組織屬性和由自組織引發的群體行動（羅家德，2018）。網路學習社群通過

自組織方式形成獨特的社會關係網路，進而產生獨特的場力和行動結果。 

網路學習社群的發展：基於社會網路的視角 

網路學習社群受動態成員構成、次級結構性差異、自組織屬性等因素影響，其發

展演變難以用線性的變革模型來解釋。為此，部分研究者轉而從社會網路視角出發，

將網路學習社群視為鑲嵌有諸多個體的社會關係網路（Moolenaar, 2012）。社會網路

視角將教師行為內嵌於社會網路之中，把「個體—社群」分析層次拓展為「個體— 

社會網路—社群」。社會網路是個體和社群的中介，在個體行為和社群整體發展演變

之間搭建了溝通橋樑，彌補了變革模型的不足。 

Church et al.（2002）界定了社會網路的構成要素，指出社會網路包含節點（knot）、

連線（thread）和網路（net）三種元素。其中，節點是指社群中的個體或小團體， 

連線是指社群中的人際關係、溝通管道和信任關係，網路則是指由若干節點和連線 

共同構成的相對穩定的群體結構。教師節點通過共同的理念和共用責任建立連線， 

為溝通合作提供了管道。基於節點和連線，網路學習社群建立了靈活彈性的鬆耦合 

結構，為教師群體提供了合作空間。 

從社會網路視角來看，網路學習社群的發展演變並不是整體性的結構轉變，亦非

由教師群體的共同活動所驅動，而是隨着社會網路聯結的變動呈現出複雜變化。

Hargreaves & Goodson（2006）指出，網路學習社群與社群個體之間藉由影響鏈發生 

交互作用。一方面，個體內嵌於社會互動網路中，具有一定的自主空間，與其他節點

互動並建立聯結，在行動中自組織出社會網路結構；另一方面，社會網路產生集體 

行動和場力，通過社會網路聯結對個體行動產生約束力。 

社會網路視角有助於彌補當前變革模型取向的不足，深入分析由動態成員構成、

具有次級結構差異和自組織屬性的網路學習社群的發展演變。基於社會網路的影響鏈

機制，本研究致力於探討名師工作室如何突破組織結構限制，將縣域內學校教師連接

為網路學習社群，促進教師能量在縣域教育系統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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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師工作室的能量擴散機制 

名師工作室自 21 世紀初在中國內地興起以來，逐漸受到認可並成為教師專業發展

的主要範式之一。名師工作室依託名師的力量，將來自不同學校的教師聚合起來 

（Zheng, Zhang, & Wang, 2019）。名師工作室有助於發揮名師的示範引領作用，提升

教師隊伍的整體水準，推動教育品質提升。 

名師工作室的興起主要源自教育行政部門的推動。上海市盧灣區教育局於 2000 年

率先印發了〈關於建立“名師、名校長工作室”的通知〉，並首次推出 5 個名師工作

室。名師工作室由此進入公眾視野並受到廣泛認可。其後，全國各地在地方教育行政

部門支持下陸續設立各級名師工作室。 

名師工作室突破了教師專業學習主要集中在校內的模式，在不同學校的教師之間

建立聯結。名師工作室通過「領銜人—學員教師」的師徒關係，發揮領銜人能量輻射

作用，通過協調、協商、反思和轉化等學習方式提升學員教師的能量（Zheng et al.,  

2019）。然而，研究亦發現，名師工作室主要依賴領銜人的個體作用，學員教師的 

能量發揮受到一定限制（韓爽、于偉，2014；Lo, 2019）。名師工作室營造了從領銜人

到學員教師的單向學習關係，學員教師被視為名師的追隨者，其自主學習深度、創新

深度和持續度有限。同時，名師工作室內學員教師間的聯結非常薄弱。曾豔、張佳偉

（2016）發現，學員教師之間只是名義上的同伴關係，缺乏深層互動。另外，名師 

工作室通過學員教師個體在一定程度上將能量擴散至基層學校。曾豔（2017）發現，

學員教師以工作室中形成的研究課題為載體，與基層學校的發展需求建立聯結，促進

能量在基層學校的凝聚和沉澱。 

名師工作室以名師為中心將不同學校的教師聚合為跨校專業學習社群，然而學員

教師之間的關聯較疏，在基層學校的能量擴散受制於學員教師學習成果與學校發展 

需求的關聯程度、基層學校校長的支持等多種影響因素，常常難以維持持續穩固的 

能量擴散管道。為此，本研究致力於探討名師工作室如何跨越學校邊界，建立持續 

穩固的教師能量生成和擴散機制。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方法，通過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選取中國內地 

一個縣級小學數學名師工作室為研究對象，探討名師工作室將縣域範圍內教師連接為

網路學習社群並促進教師能量擴散的過程（Yin, 2011）。研究主要圍繞三個問題：（1）

名師工作室如何建立節點、搭建連線、架構社會網路？（2）名師工作室領銜人和學員

教師如何適應自己的角色與發展，基於社會網路生成擴散能量？（3）名師工作室在 

多大程度上回應了縣域教育系統內教師專業發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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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名師工作室位於中國內地中部地區經濟不發達的縣域。該縣處於丘陵山區，

山地佔總面積 80%以上。2019 年，該縣常住人口約 35 萬，其中鄉村人口約 19 萬。由

於地域偏遠和歷史原因，該地經濟發展受到一定限制，曾被列入國家級貧困縣行列。

縣域區域劃分為縣城、鎮、鄉、村四個層級，縣域內共有 142 所小學，廣泛分布於 

下轄的各級地理區域。優質的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主要集中在縣城範圍內，公共 

資源配置和影響力在鎮、鄉、村三級逐級遞減。 

近些年城鎮化推進過程中，縣域師資呈現出從村落經鄉、鎮流向縣城的趨勢， 

部分偏遠鄉村學校教師流失率超過 30%。為了穩固教師隊伍，縣域內教育系統執行 

統一的工資標準，並為鄉村教師發放專門津貼。同時，縣教育行政部門在新教師招聘

方面向鄉村學校傾斜，優先為鄉村學校補足師資。然而，考慮到交通便利、照顧家庭、

醫療等問題，許多年輕教師在鄉村學校工作幾年後，會考慮申請調入到高一層級的 

學校工作。優質師資流失的情況依然嚴峻，繼而影響到教師專業學習的進展：部分 

村教學點因教師和學生流失，演變為小規模學校，僅由少量老師維持學校基本運作，

教研組幾近癱瘓；鄉鎮小學雖然能夠開展集體教研，然而受教師流動影響，集體教研

的穩定性受到衝擊。 

為了回應鄉村教師的專業學習需求，縣教研室小學數學教研員基於東部發達地區

的實踐經驗，於 2012 年率先試點設立了數學名師工作室，試圖打破地域和教育系統 

層級結構的限制，用社會網路將不同學校的教師關聯起來。個案名師工作室自 2012 年

1 月創建以來，按照專案制推進。每期專案建設週期約為 2 年，注重通過群體合作 

轉變工作理念，發展內在動力，目前已經開展四期研修。在縣教育行政部門支持下，

數學名師工作室進一步下沉到一線基層學校，協助基層設立校級教師工作室，並將 

不同的校級工作室關聯起來。基於數學名師工作室的試點經驗，名師工作室模式亦在

語文、英語等學科逐步推廣，以彌補教研組功能的不足。名師工作室跨越學校組織 

邊界將基層教師關聯起來，並持續發展壯大。 

教師主要通過領銜人邀請、自薦、學校推薦這三種途徑加入名師工作室。四期 

研修共計 47 人，其中受領銜人邀請者 21 人，自薦者 13 人，學校推薦者 13 人。遴選

成員時，名師工作室將城鄉學校的覆蓋率納入考慮範圍，名額向鄉村教師傾斜。從 

第三期開始，領銜人專門設立了導師組，從已完成研修的學員教師中吸納優異者為 

導師組成員，共同為名師工作室提供引領。各期建設基本情況如表一所示。 

本研究分兩階段進行，主要採用訪談和文本相結合的方式收集資料。第一階段 

致力於了解名師工作室的發展歷程，獲知領銜人創立名師工作室的動機，以及教師 

參加名師工作室並擔任導師的體驗。首先，研究者與領銜人就名師工作室的設立、 

發展歷程進行半結構化訪談。由於名師工作室建立時間較長，訪談採用回溯方法， 

引導領銜人回憶名師工作室的發展歷程。其後，研究者選取 5 名導師組成員就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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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名師工作室專案建設基本情況 

期數 起訖時間 學員人數 
學員中 

鄉村教師數 
覆蓋學校數 導師組人數 

第一期 2012.01–2014.06 15 8 12 — 

第二期 2014.09–2016.06 8 4 8 — 

第三期 2016.09–2018.06 10 6 10 6 

第四期 2018.09–2020.06 14 8 11 10 

 

名師工作室進而受邀加入導師組的歷程和體驗進行焦點小組訪談。與個體訪談相比，

焦點小組訪談更適合具有內在關聯的受訪者，有助受訪者圍繞共同關注的主題和共同

的經驗進行深描（Yin, 2011）。研究者亦通過網路、報章刊物、教師博客、微信公眾

號等收集個案名師工作室相關的文本資料。 

第二階段主要了解專案研修期結束後學員教師回到基層學校的經驗，同時補充 

教師對於參加名師工作室的理解。研究者選取名師工作室的學員 29 人開展焦點小組 

訪談。受訪對象覆蓋四期學員，且廣泛分布於城鎮學校和鄉村學校。由於人數較多，

在焦點小組訪談開始時，研究者明晰闡述了此次訪談交流的主題，由受訪者逐一分享

參加名師工作室研修期間和在基層學校中的獨特體驗（Yin, 2011）。焦點小組訪談 

歷時約 3 小時。 

所有訪談內容均在受訪者允諾的情況下錄音，其後由研究者將訪談錄音逐字轉錄

為文字稿。研究者亦將收集到的文字、圖片等文本資料進行整理，將紙質版的文本 

資料掃描為電子版加以歸檔。 

研究者將基於訪談文字稿和文本資料形成的資料庫錄入 NVivo 11.0 軟體中分析。

資料分析初期，研究者反覆通讀資料，獲取對資料的整體把握。其後，研究者通過 

開放編碼、主題編碼和主軸編碼梳理脈絡，發掘其深層含義（Corbin & Strauss, 1990）。

開放編碼階段，研究者將資料分解為具有特定意義的細小碎片，通過代碼加以命名 

標示，形成初次編碼。主題編碼階段，通過比較已命名的碎片並加以歸類，形成名師

工作室的社會網路結構、領銜人行動、導師組行動、學員教師行動、名師工作室的 

影響力五個主要類別，同一類別內部亦以時間線為參照系加以整理。其中，名師工作

室社會網路結構這一類別下，研究者梳理了社會網路結構變化，按照時間線整理為 

以領銜人為單核心的社會網路、以導師組為多核心的社會網路、縣域內校際聯結的 

社會網路三個階段。各階段社會網路結構特徵如表二所示。主軸編碼階段，研究者以

名師工作室的社會網路結構變化為主軸，將領銜人行動、導師組行動、學員教師行動、

名師工作室的影響力這四個主要類別嵌入到名師工作室的社會網路結構變化的主軸 

中，從而在社會網路結構變化這一主線基礎上梳理出教師能量擴散的隱性線索，進而

聚焦社會網路與教師能量擴散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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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名師工作室的社會網路結構特徵 

社會網路結構形態 特徵 

以領銜人為單核心的社會網路 「領銜人—學員教師」結構，領銜人為核心節點，領銜人和學員教師

建立師徒制，學員教師間連線比較少 

以導師組為多核心的社會網路 「領銜人—導師組—學員教師」結構，領銜人角色弱化，導師組內部

連線緊密，導師組成員與學員教師建立連線 

縣域內校際聯結的社會網路 「領銜人—導師組—學員教師和基層學校」結構，學員教師將就職 

學校的社會網路帶入名師工作室 

研究發現 

個案名師工作室在領銜人和工作室成員的共同推動下，逐步建立聯結，發展成為

網路學習社群。在歷時 10 年的發展歷程中，名師工作室的社會網路並非一步成型，而

是經歷了以領銜人為單核心、以導師組為多核心、校際聯結這三個發展階段。社會 

網路和工作室成員經由影響鏈產生交互影響。 

從 0到 1的突破：以領銜人為單核心的社會網路 

困境與找尋出路 

鄉村學校屬縣域內教育系統的「神經末梢」，在教師專業發展方面備受困擾。 

教研組因教師流失，其功能幾近癱瘓，單打獨鬥成為鄉村教師惟一的選擇。一位教師

對於數年前剛進入鄉村學校的工作情況依然記憶猶新：「鄉村學校比較小，老師少，

也沒有人指導。我一個人在那磨課，沒有團隊」（學員 W 教師）。缺少專業學習機會

使其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專業發展意願無法獲得回應而受到打擊。 

長期在基層學校奔走，教研員 G 老師目睹鄉村教師專業發展意願和現實境遇的反

差，對此深感不安。她將縣城和東部發達地區在師資隊伍建設方面的差距一一比較，

試圖從發達地區教育實踐中找尋答案：「我一直困惑為甚麼江浙名師輩出，江浙教育

走在全國前列」（領銜人 G 老師）。出於專業本能，她在日常專業學習活動中上下 

求索，並在偶然的教師培訓活動中發現了可能的出路： 

有一次培訓活動請來了浙江的專家，講了她的工作室怎麼引領老師專業成長。她就像

一束光一樣，一下照射到我的心裏，讓我蕩起漣漪，熱血澎湃。我找到了答案，成立

工作室。（領銜人 G老師） 

然而，當地教師實踐場域的獨特性使她意識到，東部地區名師工作室的發展思路

並不適合本地實情。東部地區教研系統業已非常完備，名師工作室扮演着「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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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與之相比，縣域內鄉村教師面臨着「雪中無炭」的境遇。即使名師工作室能

成功培養少量骨幹教師，然而對於體量龐大的縣域教育系統而言無異於杯水車薪， 

縣域內教師發展的基本面並未得到改觀。名師工作室如何在當地生根發芽，尚未可知。 

帶着名師工作室這一框架，教研員重新進入鄉村教育現場。在與基層教師的交流

過程中，教研員發現雖然教研組難以發揮實質作用，然而部分教師個體依然有很強的

學習動力。通過名師工作室把學習動機強的教師聚集起來，以「滾雪球」方式形成 

影響鏈條，或許可以在教研組織結構外建立支援網路，帶動縣域內學校生態的改變：

「通過名師帶名徒，名徒又帶徒弟的方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領銜人 G 老師）。 

工作室實踐試點受挫 

教研員 G 老師成立名師工作室的設想受到縣教育局的認可，但如何推進落實仍要

她自己探索。基於「滾雪球」的思路，她開展了第一期專案試點。教研員通過日常 

工作交流，從不同類型學校中選擇吸納了 15 名成員。在教研員看來，既然工作室定位

於縣域範圍內教育生態的轉變，應有廣泛的覆蓋面。為此，第一期工作室成員來自 

基層教師、學校中層骨幹、行政領導等多種群體，覆蓋了縣城學校、鄉鎮中心學校、

鄉村小學等不同層次的學校。 

然而，以教研員為領銜人的「以一帶多」研修團隊，其實踐成效並不盡如人意。

由於成員來自為數眾多的學校，研修活動的時間安排常常難以達成一致。特別是對於

身兼多職的成員而言，多頭工作任務之間常存在時間衝突：「他們在學校裏邊的事務

非常繁忙，有很多臨時性任務」（領銜人 G 老師）。時間安排上的衝突，導致部分 

成員只能以邊緣參與的方式參加工作室活動。同時，「以一帶多」的引領方式亦對 

領銜人造成極大考驗。由於成員地域分布廣泛，面臨的境遇不同，「以一帶多」演變

為散落的「以一帶一」單獨指導，令她感到力不從心。 

二元悖論與定位調整 

名師工作室試點受挫令教研員意識到名師工作室輻射面和專業發展效果之間存在

二元悖論。雖然理想的名師工作室的輻射面和專業發展效果二者皆可兼得，但在當地

這並不是一個正確答案。學員分散在縣域各類學校中，學員個體狀況差異很大，以 

領銜人一己之力短期內難以兼顧二者。既然無法經得起現實的考驗，就需要根據實踐

情境脈絡調試。對於輻射面和專業發展效果的二元悖論，教研員思慮再三，選擇向 

後者傾斜。 

為此，工作室第二期採取以退為進策略，將學員數量壓縮為 8 人。考慮到實質 

參與問題，篩選成員時將時間精力作重要的參考維度，優先考慮參與時間有保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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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在規模壓縮的策略下，「以一帶多」的點狀輻射網路得以正常運作。領銜人 

通過個人示範強化網路中心點的輻射，並以教學理念的改變為主要關注點。雖然部分

學員更期待「直接借鑑」成功的教學實踐操作，然而領銜人意識到教學意念的轉變 

才是根本，更具有主動生產的能量。為此，領銜人將研討下沉到教學現場，通過自身

的示範引領促動學員教學意念的轉變： 

我帶着他們一起做。我身先士卒，先做、先上課。縣城北邊的鄉鎮學校，他們看了；

南邊的鄉鎮學校，他們也跟我去看了。孩子成功了，他們就信服了。我覺得我們領銜

人應該做這個，把老師們內心的教育情懷一點點地放大。（領銜人 G老師） 

領銜人親身引領的方式獲得工作室成員的認可。領銜人身上的能量通過社會網路

向成員進行輻射：「她就像小太陽一樣，傳遞給我們方方面面的正能量」（學員 T 

老師）。領銜人的能量輻射之下，成員專業學習的目標從迷茫轉為清晰：「我曾經 

彷徨過、焦躁過、職業倦怠過。現在有這個小太陽帶領着，我們就不迷茫，知道該 

怎麼走」（學員 H 老師）。 

從 1到多的增長：以導師組為多核心的社會網路 

在名師工作室的輻射面和專業發展效果的二元悖論中，名師工作室選擇了後者，

確立了以領銜人為核心、連接向成員輻射的放射狀社會網路。這一社會網路結構與 

常規的名師工作室在結構功能上並無二致，延續了名師工作室的主流結構。然而，這

結構的能量輻射面較為有限，對於縣域內教育生態轉變實屬杯水車薪，難以在區域 

範圍內形成影響力。領銜人意識到，輻射面擴展的癥結在於新能量源的生成，如何將

單一能量源轉變為多能量源。為此，在後續的專案實踐中，工作室從「以一帶多」的

單核心網路轉向「以多帶多」的多核心網路。 

基於「領銜人—導師組—學員教師」的社會網路 

為了提升名師工作室的能量輻射範圍，領銜人放棄了只基於自身的單核心網路結

構，嘗試建立基於導師組的多核心網路結構。為此，領銜人從前兩期成員中選聘部分

能動性強的成員組建導師組，由導師組共同領導名師工作室。名師工作室在第三期選

聘導師 6 人，並在第四期增加到 10 人。導師的選聘更注重能量源的再生和輻射效應： 

我把前兩期很優秀、成長快的老師請來當導師，讓他們看到哪個新秀老師、有潛力的

教師就可以把他吸收為徒弟，幫助他快速成長，這樣徒弟又面向學校去引領學校的 

老師。（領銜人 G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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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師工作室的社會網路從「領銜人—學員教師」的單點輻射網路轉變為包括 

「領銜人—導師組」密集網路和「導師—學員教師」多點輻射網路的雙層結構。 

「領銜人—導師組」是名師工作室的能量源，構成了名師工作室的共用領導，內部 

建立了密集的網路連線。導師組成員均為工作室的老成員，認同工作室的實踐理念，

並在工作中踐行這種理念。他們被選入導師組後，進一步加強了彼此間的聯結。 

導師組拓展了名師工作室社會網路的連接鏈條，使能量得以在更廣範圍內擴散。

導師組成員均成為能量輻射源，建立「導師—學員教師」的連接，為學員教師提供 

指引。與過往由領銜人引領所有學員教師相比，導師組結構降低了能量輻射源的壓力，

每位導師僅需指導 1–2 位學員。受益於導師組的責任分擔，學員人數亦從第二期的 

8 人增長到第三期的 10 人，進而在第四期增長為 14 人。 

學員選錄方面，工作室由原來以領銜人推薦為主，轉變為領銜人推薦、成員自薦、

學校推薦相結合的方式。成員自薦和學校推薦的方式拓寬了教師進入名師工作室的 

管道，使名師工作室在縣域範圍內具有更廣的包容度。隨着工作室運作，縣域內的 

教師逐漸認可了工作室的理念，更多老師期望加入。對於工作室的轉變，一位導師組

成員印象深刻： 

如今我們的工作室已經是整個縣小學數學圈裏面極具影響力的。原來要教研員逐個去

問願不願意參加，現在都是有人提前預約報名了。校長他們選好苗子老師推薦上來。

（學員 O 老師） 

名師工作室能量擴散方式的轉變 

名師工作室從單核社會網路到多核社會網路的轉型中，領銜人釋放能量的方式 

發生轉變。在單核社會網路中，工作室的維繫主要依靠領銜人的理念和行動。而在 

多核社會網路中，領銜人直接指導的學員數驟降，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導師組的穩固上。

領銜人不再是整個社會網路中惟一的能量源，而是致力於發現新的能量源並協助其 

擴散能量。 

此次轉型中，導師組接收了先前由領銜人承擔的部分職能。工作室領銜人賦權予

導師組，逐步實現領導權的共用。共用領導不僅指向領導權力的讓渡和共用，更重要

的是導師組通過賦權增能，擴散社會網路的影響力。一位導師組成員在工作日誌中 

寫道： 

當知道自己是第三期導師時，我既激動又忐忑，要成為一名合格的導師我還需努力，

同時我也多了一份責任。記得有次徒弟的展示課，我提前一個月和他一起磨課，試教

了三四次，磨課研課到天黑。看到他的成長，作為導師的我特別驕傲。（學員日誌） 



136 喬雪峰、黃倩、馮攀靜 

導師組亦能激勵領銜人，維持能量持續生成。對於領銜人而言，名師工作室發展

過程中的種種坎坷曾令她心力俱疲。導師組成員的共同努力，使她看到工作室的價值

和發展的前景，重拾自信： 

我從他們的話語中受到很大的促進，讓我熱血沸騰。我們工作室成員在一起幹勁十足。

成員在我們的活動中專業能力得到很大的發展。我們工作室全員的發展就在於專業 

自信，我們在行動中找到了自信。（領銜人 G老師） 

從多到面的區域拓展：縣域內校際聯結的社會網路 

導師組的共用領導，使得名師工作室演變為向外拓展延伸的多核心社會網路。 

多核心社會網路具有多個能量源，能夠接納更多社群成員，擴大社群的輻射面。然而，

多核心社會網路依然指向教師個體，與縣域內學校教育生態轉變尚存在一定距離。 

縣教育局意識到名師工作室對於縣域教育系統可能的能量輻射，鼓勵教研員作更大 

嘗試。為此，在縣教育局的政策支持下，教研員嘗試將「以多帶多」的多核心社會 

網路拓展為縣域內校際聯結的社會網路。 

工作室的品牌效應和現實影響力令基層學校看到了發展前景，紛紛表示願意與 

名師工作室對接。當學員教師回到基層學校後，工作室鼓勵他們作種子教師在學校中

擴散能量，為更多教師提供引領支援。部分尚未有教師成為工作室學員的學校亦主動

要求納入到工作室能量輻射範圍下，對接名師工作室的發展理念。 

基於名師工作室的發展勢頭和縣域內教育生態發展的需求，縣教育局下發文件 

鼓勵學校依託縣級名師工作室，組建校級教師工作室。由於名師工作室學員教師更 

熟悉工作室的運作方式，故老學員率先在自己所在學校內申請成立校級教師工作室，

並主動接入名師工作室的社會網路中。校級教師工作室的組建為名師工作室的區域 

拓展提供了管道，由此名師工作室發展為涵蓋縣域內學校群落的區域性社會網路。 

對於名師工作室領銜人而言，區域性社會網路結構對其角色定位有了新的要求。

她所做的工作不僅是指導學員、維持導師組運作，還需要為校級工作室的發展提供 

諮詢。一位老學員擔任學校教研室主任，嘗試設立了教師工作室： 

教研員作為我們校級教師工作室的顧問，我們覺得很踏實。經過一年摸索，我們建立

了以數學核心素養為導向、以課堂研究為主線的工作方式。有了她的支持，我們目前

嘗試思維導圖與數學教學融合應用研究。（學員 T老師） 

對於設立校級教師工作室的老學員而言，亦經歷着新一輪角色轉變。他們不僅是

名師工作室的成員，在校內教師工作室亦擔任領導角色，需要在更大的群體內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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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以往在名師工作室的經歷使他們對於通過教師工作室帶動本校教師發展有了 

更強的認同，並致力作出改變： 

我的經歷印證了一個普通老師的成長。我有一種使命感，就覺得我佔了這個位置， 

就要在其位謀其事，要為成員的成長考慮，為學校的發展考慮，為學生的發展考慮。

（學員 H 老師） 

對於尚未設立教師工作室的學員教師而言，亦視能量輻射為一種使命，通過非 

正式途徑對周邊教師產生影響。部分學員教師回歸基層學校後，試圖以自己的行為 

影響周圍的同伴。一位學員教師在日誌中寫道： 

努力輻射是工作室的宗旨，我在校內也積極參加教研，身先士卒，帶頭上好教研課。

我知道只有在做中學、學中思，才能使自己的水準不斷提高，從而進一步提升影響力。

（學員日誌） 

由上可知，名師工作室以學員教師為節點向外延伸，與縣域內的學校建立聯結，

拓展為區域性社會網路。學員教師在基層學校中主動釋放能量，或建立校級教師工作

室延展社會網路，或通過非正式的交流管道對同伴產生影響。能量輻射超越學校組織

邊界，拓展至周邊學校乃至縣域內整個教育系統，引發教育生態的轉變。一位教師對

近些年來縣域內學校發生的轉變印象深刻： 

以前城鄉老師教學差別很大。但是這種以學定教、先學後教教學理念推廣以後，現在

城鄉之間差距愈來愈小，鄉村很多老師吸取了這種理念，課堂愈來愈以學生為本。 

（學員 O 老師） 

討論與結論 

中國內地致力於通過名師工作室促進優秀教師擴散能量，帶動教師專業知識和 

技能更新。名師工作室的研究突破從領銜人到學員教師個體的單向影響，對縣域教育

系統產生持續影響力成為有待深入探討的課題。本研究發現，個案名師工作室將學員

教師視為能夠主動擴散能量的網路節點，將學員教師和基層學校納入連接網路，發展

成能夠改變縣域內教育生態的網路學習社群。 

首先，與常規的名師工作室注重發展「領銜人—學員教師」人際連線不同（曾豔、

張佳偉，2016），個案名師工作室將縣域內分散於不同學校的教師連接為相互關聯的

網路學習社群。常規的名師工作室高度依賴領銜人的主導作用，可視為由若干「領銜

人—學員教師」連線構成的鬆散集合，並未發展出相互聯結的社會網路（L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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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的名師工作室雖發端於「領銜人—學員教師」的師徒制，然而其開放式結構形態

在縣域教育系統中逐步演變，通過「導師組」建立緊密的連接關係，進而與廣泛的 

學校建立聯結，發展成為縣域內跨越學校邊界的網路學習社群。 

本研究亦進一步豐富了名師工作室能量擴散機制的研究（Hargreaves & Goodson, 

2006），發現名師工作室的社會網路結構與教師能量發揮之間相互增強的回路。一方

面，領銜人和學員教師主動發揮能量，拓展了名師工作室的社會網路結構。以學員 

教師為節點彼此建立連線，提升了社會網路密度。學員教師亦將自身原有的社會網路

連接帶入到名師工作室，使得名師工作室的社會網路結構再向外延伸。另一方面， 

名師工作室社會網路結構還增強了學員教師能量擴散的強度。名師工作室將學員教師

視為可擴展的節點，為學員教師提供發展空間，通過社會網路連線為成員注入發展的

動力。隨着社會網路結構擴展，學員教師變為新的能量源，將能量擴散至更廣闊的 

社會網路結構（Stoll, 2010）。 

再者，教師通過社會網路發揮擴散能量，對縣域內教育系統的生態產生持續影響。

雖然前人研究（曾豔，2017）發現學員教師個體以名師工作室中成型的學習內容為 

載體，與基層學校發展需求建立聯結，但這種能量擴散是學員教師個體的短期行為，

罕有研究證實基於名師工作室建立的教師能量持續擴散機制。本研究發現名師工作室

所構建的網路學習社群在縣域建立持續穩固的社會網路，以教學意念的轉變為目標，

促使教師能量在縣域教育系統內持續凝聚、沉澱、擴散和增長，為名師工作室中教師

能量持續擴散機制提供了實證依據。 

將名師工作室發展為網路學習社群為鄉村教師開展專業合作、提升能動作用提供

了可能的管道，並為鄉村教師支援政策提供了指向。首先，教育行政部門需要跳出 

鄉村學校單體要素補足的思路，轉向縣域內學校組織群落層次，依託名師工作室將 

散落的學校單體連接為網路，協助教師突破地域空間和組織結構的限制。網路學習 

社群並不是按照線性有序的階段逐步推進的，而是需要建立「教師能量擴散—社會 

網路連接」相互增強的正向回路，帶動網路學習社群持續增長。其次，教育行政部門

和學校管理者需要摒棄從缺失模式出發看待鄉村教師的思路，將鄉村教師視為潛在的

能量源，通過社會網路中相連接的節點為教師注入發展能量，進而引導他們通過更 

廣闊的社會網路連接向外輻射能量。第三，學員教師需要轉變以往視領銜人為社會 

網路單一中心的角色，將自己內嵌於開放的社會網路中，支援和引導同伴基於社會 

網路持續向外延伸和擴散能量。通過學員教師能動作用與社會網路之間的交互增強，

實現教師能量在更大範圍教育系統的擴散。 

需要說明的是，本研究尚有一定局限。首先，個案名師工作室將不同學校聯結為

區域性社會網路的實踐仍處於探索之中，尚未有定論。由於不同學校所處的情境脈絡

並不相同，在學校內設立校級教師工作室亦沒有統一路徑。校級教師工作室間的橫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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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結仍比較薄弱。如何在學校中發展出適宜的教師工作室，並與其他學校建立橫向 

關聯，仍有待進一步跟蹤研究。其次，本研究所選取的個案名師工作室只是特定地區

的一種典型形態，並不具有普遍性。後續可藉由社會網路視角，從中國內地選取更多

的名師工作室個案，分析其社會網路架構、發展演變，以及與教師行動的交互作用。

另外，研究者亦可藉由社會網路視角進一步剖析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專業學習社群實踐

形態，以提升社會網路視角在專業學習社群研究中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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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Cross-boundary Connections and Expanding  

Teacher Capabilities Through County Master Teacher Studios 

Xuefeng QIAO, Qian HUANG, & Panjing FENG 

 

Abstract 

Expanding capabilities of rural teachers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implementing rural 

teacher support policies. This study mainly explored how a county master teacher studio 

connected teachers across schools into a networked learning community and promoted the 

expansion of teacher capabilities beyond the geographic space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ounty master teacher studio has gradually constructed an overarching 

network structure, integrating members through the threads of orchestrated networked learning. 

Network members, conceived as open access points, incorporated increasing threads and knots 

into the social network. Meanwhile, the county master teacher studio empowered network 

members to actively exert capacities, and spread teacher capacities to the overarching network 

through the chain of influence. 

Keywords: teacher capacity; master teacher studio;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social 

network; boundary cro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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